              第十九章   小 黑 屋

   镜子是经不起摔的，基础脆弱的婚姻就像镜子。我第五次搬出红星亭坡，住到这里。
没有一次搬走像此次这般冷静，我事无巨细都安排停当，心平如镜。我清楚，时间已到，就像经过六百零六次试验，红药水（紅汞）终于问世，齐家贞终于积蓄了足够的勇气，承认死灭的感情维系不住婚姻，咬紧牙关承受离婚的重击，绝不再回头。
兴国无数次劝我：“好丈夫不是这样对待妻子的，你逃出了火坑，就一定不要再跳回狼窝。”晚上躺在床上，他经常同我谈心，不知不觉讲出了声，发现自己在流泪。我第三次第四次离家出走又妥协回去，都不曾对弟弟们讲，免得大家为我担忧。这次，我首先通知了兴国，请他与老婆商量，把单位分给她但未住人的小黑屋借给我。她同意了。
八五年一月，我搬进了这个黑房间，有被活埋的感觉。但是，能被活埋很幸福，齐家贞单相思终于求来了房子，从此，她和女儿结束到处流浪的生活，有了一个自己的屋顶。
刚刚搬来，尚未进屋，欣儿就高兴地大叫：“这里是妈妈的屋，文化宫是爸爸的屋。妈妈，爸爸找不找得到这里。”我心里發急：“叫你来赶场，你要来抵簧（揭底）。”大弟媳告诉邻居，我是暂时借用此地复习功课。我把欣儿的手重重捏了一下，她更奇怪了，大声问：“你不想告诉爸爸呀？”
弟弟们给了我餐具和一些水果，我自己买了点米、蔬菜，数年来第一次自己煮食，用的是当时很时兴的煤油炉。欣儿和我吃得异常开心，她不停地表扬我：“妈妈好乖呀，妈妈好听话呀。”
这房间出奇的黑，白天也得开灯。窗外一幢高楼，离我窗户只有一公尺半，遮挡了我所有的阳光，只在中午十一点，有一束铜钱大的阳光从上面的一线天斜照到我屋里，在地上留下一个亮椭圆，十分钟后消失。
房间不算小，中间用大半高的薄板隔了一下，里间放的大床堆了些杂物，外间有个长沙发，人坐下去，沙发就矮了一半。沙发对面是个单人床，不能真的睡人，上面的木板像农村用的粑疏稀稀拉拉的。靠门的角落有个大水缸，自己到外面提水储存着用。门背后挂了个长年不用的拖把，像个倒吊着的女人披头散发的。外面厨房三面无窗，只有一面开了个门。进门的左边是高家，高爷爷又瘦又高，高婆婆又瘦又矮，两个人从来不一起出门。我每天回来，推开厨房门，摸黑繞过“暗礁”（厨灶、洗衣槽），“沼泽”（洗衣、洗菜洒出来的水），摸到门锁的孔，插进钥匙，左转两圈到底，右转两圈到底，用这个当代高度物质文明与道德极其匮乏的联合产品——防盗锁，打开了这个堪称人类最原始最初级阶段的住房。

黑暗是光明的陪衬，没有黑暗的笼罩，就没有光明的诞生。拉一下右边的开关，黑暗变光明，这个光明的世界属于你自己。
   我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了。

只剩孤独。

爱默生认为：诗人必须把孤独当作新娘来拥抱，要有自己独自的欢乐与忧愁。我是小人物，办不到像拥抱新娘那样来拥抱孤独，但欢乐与忧愁不折不扣是独自的了。

不过，鸡窝里可以飞出金鳳凰，孤独也能带来某些好处，那是不争的事实。

    有了孤独，你才能灵魂出窍，透析自己的特质，耕耘出自信；有了孤独，你才有机会自言自语，心脑沟通，把个人从群体里解脱，设计你自己；有了孤独，周围世界缄默不语，聆听心怀里的交响曲，享受你自己；有了孤独，把杂沓纷乱的思绪条分缕析整理成束，孵育出醇浓的精神财富，把自己灌醉，独立于世人；有了孤独……你才成为人格上的自由人。

作为小老百姓，我的孤独是独特的。

有了孤独，我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的皇上。不但不吵架，而且不说话，尽管邻居不感到隔壁还有个活生命，但亲人们都来同情我，送菜送水果，送药送煤油样样都送。因为孤独，我才能听见楼上男女老少讲话的咕咕声，洗脚时脚搓脚的滋滋声，半夜起床移动挡路凳子椅子的隆隆声，拉尿在痰盂里发出的当当声，星期天全家人在房间里开运动会跑来跑去的响雷声……我由衷地敬佩那些獨身主義者、死了伴的守寡者，獨居着的老人和年轻人，敬佩那些晚上一个人睡觉不感到惶恐的人，敬佩他们在孤独生活中坚持活下去的勇敢精神。

八五年一月七日，我第五次从老柳那里放逐，活埋在这个可贵的黑房间里。昨天，我心情突然转坏，一片阴云朝我袭来，看了看日历，发现当天是我的生日，难怪不得，可怜的生日又到了，四十四岁好吓人。这些年来，嫁了人，没人记得我的生日，觉得好凄凉。我不大服气，去商店买了张贺卡送给我自己。封面是一大束盛开的红玫瑰，片片卷曲的花瓣像丰满的嘴唇，期待着亲吻期待着新生，美艳欲滴。里面我写下——家贞：千万不要忘记许多年前的这一天，你来到了这个世界；每一层新年轮叠加在旧年轮上，都是喜庆，都意味着朝你的梦想有稍许的靠近。

写了这几句鼓励话，还真给自己打了气。以后的生日，不管有人贺无人贺，我没再给自己买贺卡，只把这张旧卡温习一遍，好象电池充电，又给打了气。

我是电大学生，除了去学校上课，其余时间都在家里读书，白天看书，小台灯忠诚地陪伴于侧，夜晚，欣儿玩了三年半挨过她打的洋娃娃睡在我身旁。

    屋子里除了我讲话的声音，还有两种声音传来，一种在房间里，一种在房间外，它们散我沉闷的心，还时不时给我点另类生活的启示。
    房间里，那些勤劳的老鼠们，无论人类多么仇恨多么想把它们斩尽杀绝，它们照样逍逍遥遥过日子。它们目中无人穿堂入室，不仅在尘埃厚积的地方留下美丽的爪子印，还胆大包天地在我书桌上遗留几粒黑豆子。它们不分昼夜在房间里啃衣柜啃床脚，发出闷钝的响声，久而久之，没有这种响声，我感到不习惯，甚至思念它们；地段上集体灭鼠，药发到我的房门口，被我拒绝。哪里忍心毒死我的伙伴们。
还有一种声音从我书桌对面照相馆的暗室里传过来，我叫它“自由法兰西广播电台”。就是这个暗室所在的大楼，遮挡了我所有的阳光。不过，它自己也拒绝阳光，几个大窗户全部用厚重的黑棉被挡住，我看不见里面的人，但能听见他们讲话。这几个终生未曾谋面的两男三女，他们的职业是洗相，每个人的名字我已耳熟能详，他们每天的闲聊天就是“电台”在广播。
 我享受到听自由言论和自由聽言论的乐趣，排忧解愁开怀大笑。

 突然有一天，那个玩笑大王李国英把厚窗帘掀起一角，大叫：“快点来看，对面肯定住的个月母子（刚生了婴儿的女人），七月天她还铺棉絮。”“月母子”站的地方是死角，她马上不移动，直到窗帘重新关上。不好意思让他们发现我，我实在太懒，天热了，该把棉絮取掉，天天耍赖，赖成了“月母子”。
通过收听“自由法兰西电台”的广播，我认识了玩笑头子李国英和她的同志们。

李断定戴四和团团两个女人“做起了娃儿”，非要娃儿他“爹”买话梅给妈吃，戴四居然高高兴兴从命。李国英声称结婚前要把玩笑开够，婚后怕挨老公打，定要把开玩笑的毛病像戒烟一样戒掉。她当场宣称要和“狗熊”（男职工）搞，看他是不是真的很英雄。“狗熊”说，要得，搞了才晓得，换个地方，这里光线太黑。

洗的照片上有个老男人，团团唱：“老是老，心肠好，三房一厅归我有，死了我好又去找……”，李国英接：“离婚就离婚，家具平半分，娃儿拿给婆婆带，趁热打铁快嫁人。”

狗熊说：“肉这么贵，光吃蔬菜，吃来吃去，不是变成牛羊了呀。”富农答：“旧社会的乌鸦一般黑，新社会的乌鸦形形色色。”一个说：“我昨天搬了家，离医院很近。”另一个问：“你啷个不搬到石桥铺嘛，离火葬场近！”

“药费只报一半，遭不住了，只有去找个洋爸爸了。”“要得，我喊老婆也去找。”五个疯子齐喊叫，发誓要找洋“爸爸”。
 这个自由法兰西电台，天天朝我广播，天天话语话题花样翻新，逗我独自笑得前仰后合流眼泪；他们天天有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和一反常态的生活观点，震聋发聩。我第一次了解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似乎在玩笑人生，口无遮拦肆无忌惮，活得如此无法无天轻松自在。他们没有大知识高文化，但充满活智慧活泼心，活得像神仙；他们没有很多钞票也没有很多利欲熏心，但他们是解放了的奴隶，最懂得什么是无拘无束痛快淋漓；他们没地位没特权没势力，但有胡说八道的本事，有俯拾皆是的开心，自己寻找渠道排泄牢骚怨气，活出随意。

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太应该向他们学习了。
每周末欣儿回来，这个黑房子里就充满了欢笑，充满了这个孩子的童言稚语甜言蜜语，和她非同寻常的跪乳之恩（小羊跪着喝母奶以示感恩）的情意。她不断地重复再重复，妈妈我好想你哟，我想得要命，都不想做别的事情了。我哭了好久哟，我怕你遭车子压死了。我告诉她，妈妈有了你，不会给车子压死，要压也压不死。我告诉她，妈妈也在天天想你。她感动极了，深情地把脸埋进我的双手里，任我抚爱。我抚摩她柔软的头发，她闭着的美丽的双眼，她苹果红的双颊和小鼻子小嘴巴，她的眼泪打湿了我的手。我叫她不要哭，妈妈永远和你在一起。她快乐地抽泣：“妈妈，这是高兴的哭。每个星期五晚上我想你的时候，都是笑起想的，因为明天我就可以看到妈妈了。”上了床，她柔软的双手缠住我的脖子，亲了又亲：“妈妈，我的好妈妈，我好喜欢你哟。”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是不是这样不停地向自己的妈妈表露浓烈的感情，作为一个母亲，淹没在孩子热情的赞语里，就是为此而死，也是一种最幸福的死法。

九年前，我第一次同老柳分居，一位年轻朋友小樊，她自学英文在中学当英语老师，见我痛苦万状，好心相劝我交个男朋友。她说：“不是别的意思，只是聊聊天，散散步，一起看场电影。这样，你的痛苦就会减轻很多。如果你愿意，我帮你介绍个合适的。”她的想法这样出格，我吓得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一桩事了结了，再开始另外一桩。我毫不犹豫选择硬碰硬地受痛苦。

八四年九月，我读电大，交了不少真心朋友，熊正璋，蒋开焱，吴晓岚等。大家相聚在蒋开焱家里，她丈夫问我喝什么酒，我答只有共性没有个性。那就喝干酒吧。哇，女人们大叫，红酒红酒。别说喝红酒，就是喝饮料，喝白开水，女人们也会集体疯狂。听了我的故事，大家争相劝告赶快离婚，别耽误自己，再找个好的过日子。翻开杂志《知音》上的求婚栏，四十几五十岁的男士有好几个，我大叫：“我够条件，我要应徵。”好痛快，好轻松。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转身就把它忘得一乾二净。                                                             

中学同学朱文萱，一贯领导时髦新潮流，在她的提议下，我和黄有元试着擦口红。哟，人马上神气起来，眼睛有了光泽，脸变得好看。她表演戴胸罩也很有趣，只见她食指轻轻地左一勾右一勾，把两个小东西勾进罩子里，再穿上衣服，那对鼓包形状变得美丽。

今晚，三个四十四岁的女人，在朱队长的带领下进舞厅，她是重庆老资格的跳舞名流，我和黄是新潮流里的观察兵。三人好高兴，呼呼啦啦出了门，高喊打扮得漂亮点，我们来比赛，看谁先找到情人。走进舞厅，朱文萱同一位男伴领先跳起来，他俩配合默契舞姿优美，像一对蝴蝶满场飞旋。其他男女们一对对加入，翩翩起舞，舞池很快装满了人。我羡慕地对黄有元说：“唔，看来锻炼身体的功能是有的。”黄有元经过认真观察慎重发言：“噢，可能还挺费力，我看见有人在擦汗。”我俩一直在担惊受怕，怕男人邀请我们去踩他们的脚。二人商定，要向朱文萱学习，以后经常来这里把交际舞学会，让男人拥着跳舞感觉一定很舒服。遗憾的是，我俩空雷无雨，这辈子再没进过舞厅。

小柳欣为妈妈的私事操起心来。

妈妈，你晓不晓得爸爸的名字。你也晓得。你不要爸爸了呀。是他不要我。你想不想把爸爸杀了。不想。你怕把你抓起来关起呀。是的。我也怕。妈妈，那你另外找个爸爸嘛。你愿不愿意。愿意愿意，那我就有两个爸爸了。妈妈找不到。那天你去学校碰到的叔叔，看起有点老，要不要得。要不得，他是结了婚的。那你在读书的地方另外找个老点的嘛。他们都是结了婚的。找哪个耶？妈妈，哪我就没得办法了，真的没得办法了。

欣儿那付发愁的样子，令我忍俊不禁。

经受了长时期的痛苦后，现在，我对自己撤消禁令，齐家贞不再为柳其畅死守，哪怕那张闹了近五年的离婚纸尚未到手，碰到好男人，我勇敢地，上！

   好男人出现过，那是在监狱里。

我在〈〈自由神的眼泪〉〉里说过，“爱和被爱都美丽得烈焰飞腾，监狱也无法挡住它的光芒”。曾经提到女犯们从男女犯混合的四中队搬出去，单独成立女犯三中队的那天上午，一个年轻男犯上了夜班没回寝室睡觉，他在技术室里唱歌，我在他歌声的陪伴下扛着一百斤重的镀锌钢丝，从打包室经过技术室到库房，一次次经过，一次次重复听他唱同一首歌。那首舒伯特的《小夜曲》，“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幸福的回忆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我是那天听会的。忧郁优美的歌声唱出了他忧郁的心，唱出了他优美的情。

他叫汪进。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国际会议，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那次大会上提出的。行前，上面在部队文工团精挑细选了八个青年男演员做随行，个个根正苗红，人人英俊魁梧，穿上军装，雄姿英发，走在周总理身旁身后，争得中国人的面子。汪进就是这八人中的一个。
   五八年底，他被公安局逮捕，判刑八年。他問法官八年是多少，法官說八年就是八年。恍恍惚惚的汪进觉得这张判决书大概是写错了名字，他十四岁就参军，一个老革命怎么会是反革命，一个老革命，怎么一眨眼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送到四川省第二监狱四中队劳改，汪进还没有想通，就算提了几点意见，领导打我漂亮老婆的主意，关我几个月就差不多了，哪里需要八年？
   干部要汪进去劳动，他偏要赖在床上不起来。先把我老婆儿子的照片和手表还给我，再去查查档案，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
   汪进的档案里有什么？有他光荣的革命历史，但那只代表过去，现在，他是革命队伍里的蜕化变质份子，反革命。汪进心痛莫名。
   看看犯人缩手缩脚低声下气忙进忙出，看看干部说一不二吆喝犯人像吆喝猪羊的威风，看看自己住的监房睡的統铺，看看四周高墙上的电网碉堡和士兵们手里握着的机关枪，这一切都是一种渗透，一种氛围，一种威懾，一种提示：连二杆拗不过大腿。汪进心里不服，也不得不认下这个“八年就是八年”了。
   就在汪进入狱四年后，齐家贞口袋里揣着“齐犯尊周解放前为非作歹……，解放后虽被我判刑处理，仍不悔改……罪行重大，情节极为恶劣，判处齐犯尊周有期徒刑十五年”，和“齐犯家贞思想反动……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判（叛）国投敌……罪行严重，情节亦属恶劣……判处齐犯家贞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彩色照片”（经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暗箱作业后的判决书），从“重庆市市中区石板坡看守所”解押到“四川省第二监狱”四队服刑劳改。
   就像我曾经写过的，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牢门，没有社会阅历的我一直很认罪，根据的是“彩照”上的内容，就像还是处女的我，屈打成招生过孩子，于是，就真的以为自己生过孩子了。
   侯干事叫了十来个男女犯去队部谈谈对中苏分歧的看法。凡是国内外有一点风吹草动，那就八公山下草木皆兵，他们都要通过这类方式，掌握犯人的思想动态，強調犯人们是那些风吹草动的社会基础，無論蘇修美帝反動派以及后來的走資派，我們都是它們的社會基礎，只準規規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发了言，当然是坚决反对苏修，背了些〈〈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学到的句子，痛骂自己，还提了个问，什么叫“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侯干事解釋了，我還是沒懂。于是，“一个侃侃而谈的中学生”在四队出了名。
   这个重庆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的女反革命，长得“不丑，但也不漂亮”。她的妈咪很漂亮，漂亮的妈咪没有生出漂亮的女儿，这當然是一大遗憾。但是，老天爷给了这个女孩一个大而化之的天性，她才不在乎自己漂不漂亮，她倒是很在乎自己画的洋娃娃是不是够漂亮。事实上，她自己那张清纯稚气的脸是可爱的，那双明亮的眼睛充满灵气，笑起来很生动，她真诚的性格和相当不错的口才是讨人喜欢的。她对自己不但没意见，甚至可以说很是满意。
   齐家贞走进了汪进的视线，汪进的心里荡起一种初恋的激情。
   羊关在圈里，通常都会乖乖地在里面挤做一团，只有个别调皮捣蛋的羊例外，或许会越墙逃跑。可一旦把羊圈门拆除，那就很难担保还會有羊留在圈里，包括最温順的在内。自由自在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每只羊都有的好奇心，自由自在觅食在无垠的草地上，是每只羊都有的好梦。

    尽管郑琼提出與汪進离婚是出于萬般无奈，但“羊圈门”确实是为汪进拆除了，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不动声色地牵引他走出了圈外。无论你有多么坚定，无论你有多大能耐，无论你多么会哄骗自己，你很难抗拒羊圈外面的世界。 

   汪进宣称，齐家贞是他心中的月亮。那就是说，在他心里，离了婚的郑琼依然是他的太阳，是他的第一选择——如果他有权选择的话；齐家贞是他的第二选择——如果齐家贞愿意的话。太阳，远在天边，月亮，近在眼前。
这个齐家贞，汪进爱得很特别，他对她的爱情不能用通常意义下的性爱情爱去解释，它是爱情友情同情爱怜尊敬惋惜痛心不平……各种各样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情感的综合融汇，几乎不像过去在部队，那些年轻漂亮艳光四射的文工团女演员包围他时，他可能产生的电闪雷击似的震颤，那种与郑琼拥抱亲吻时產生的强烈的占有欲。这个一生中他头一次碰到，或许在他以后的生活中难以再碰到的女子，她看起來并不起眼，但讲起话来却常常有轰动效应，这个女囚穿得很破烂一点不注重仪容，走在男犯中间却不把任何一个男人包括英俊的汪进放在眼里。她的心是一泓清水，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对她的任何邪念，都是一种侮辱，一种亵渎，一种罪过。汪进觉得，在这个女子面前，他的心灵被净化。

在高墙下铁窗里，汪进对齐家贞爱的表现只是跟在她后面悄悄说“某某某，某某某爱跑队部，你不要理她们”， 以帮助她在监狱里保护自己。我父亲曾经公开要求过政府，把年轻的齐家贞释放，女儿剩下的刑期由他来坐。无独有偶，汪进也甚至幻想过，用自己的自由换取她的自由——替齐家贞坐牢。

   这里，我借用狱友周兴初在我出狱后写给我信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汪进对我的爱慕，“像孩子的梦一样纯洁”。

極盡復雜的監獄里產生了極盡單純的愛情，這種現象是獨特的，或许也是举世无双的。
   我们打包组的女犯要把镀锌车间一百斤一圈的镀锌钢丝运到打包室包装好，再送到库房堆码。重庆五金公司的卡车来运货，上车也是我们五个女犯的任务。扛着一百斤重的钢丝，从库房高坡下来，脚已经有点发软，再踩在上车的跳板上，一弹一弹的，深怕脚一歪摔下去，心时刻抓得紧紧的。如果来的车太多，我们搬不赢，队长去打个招呼，在镀锌车间负责的汪进就一路吆喝，带着他那帮人冲进库房。他们个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在五个女犯面前抢着大显身手，不少人扛两包，有个姓杨的一次扛三包。几个女犯不同他们挤，站在一旁笑，谢谢他们帮忙完成了任务。我站得最远，不朝汪进看也猜得出此时他有多得意。
扛包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斜挂在左或右肩上，就像世界选美冠军小姐戴的佩带，另一种是像闰土戴项圈那样挂在颈上吊在胸前。这一百斤重的项圈自己无法把它挂在肩上或吊进脖子里，需要两人帮忙提起来挂。那天，轮到我和另一个女犯提包，汪进走过来，把那个女犯支开，他替代她。以为找到好机会同我讲话了，“今晚演电影，五朵金花。”无应答。“你该高兴了吧。”无应答。“你在外面看过吗？”无应答。他有点生气了：“齐家贞，你不会说话啊！”还是无应答。下一次，他又忘了：“今天机器坏了产量低，齐家贞，你有时间在黑板上画你的洋娃娃耍了。”我看了他一眼，还是无应答。
  “走啊走，人生的路。写了不少鬼东西，害得我吃尽了苦。”大约是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进来。一如既往，我是个聋子，我是个哑巴。

    有一次，汪進和狱医苏传璧站在我身旁讲话，无意间我抬头望去，汪进赤着膊的上身白得耀眼，像闪着银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赶紧逃跑。

    那时的四队，每天傍晚，在等待雷打不動的两小时政治学习前，我和好些年轻女犯经常愛端坐在自己的小凳上，观看男犯们的球赛。球赛不一定精彩，但也是女犯们經過一天強勞動的压力和分秒必爭的洗澡洗衣集合吃飯的沖鋒陷陣后，一种难得的消遣。觀眾专注地看球员争夺，球员一心一意跟着球跑，没人有空来注意我，只要汪进在場，我就目不旁顾只看他一个人。汪进喜欢穿浅色衣服，哪怕很陈旧，也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完全没有犯人的晦气，加上他艺术人的气质，在球员中，他总是鹤立鸡群。球场上，他显得懒懒的，不像别人亡命地奔来奔去抢球。可是，球一旦到了他的手上，那种生命力爆发的三大步跨篮，不仅命中率极高，而且姿势极其优美，简直是球场上的艺术表演。
 数月前，父亲曾经跑进女中队站在我面前，希望我抬起头看他一眼，如此胆大妄为，我吓得只敢看地下，从此他被严管。女犯搬走独立成三中队不久，汪进调到一八队，同我父亲关在一起。有一次，我們女犯去那里表演节目，因为很久没见到父亲了，我台上台下搜寻他，不见踪影。没找到父亲，却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汪进，嘴巴笑得大大的，夸张地比手划脚让我发现他。后来，有人告诉我，汪进有次表演节目穿的白衬衫，是“月亮的爸爸”齐尊周借给他的。
 大約是指六四年監獄里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隊長帶女犯們去男中隊看文藝表演。汪進演相声，他穿的就是件白衬衫。一上台，我就发现他在扫视，当然是找我，这么多观众，很难。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我，并且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继续演戏，似乎在跟我说话，为我一個人演出。作为观众，我当然是盯着演员的，可演员盯住一个观众不放，那就太不正常了。两個人的视线交在一起好一阵，我以為他會轉開，可他固执地坚持着，這令我非常窘迫，也非常害怕，怕他忘了演戏，怕他背错了台词，更怕队长会顺藤摸瓜，顺着他的眼光把“瓜”揪出来，那我就死在众人的臭口水里了。我赶紧把头埋下。
    他暗恋着我，我说暗恋并不确切，因为他的感情非常外露，无论我到哪里，他就从地里冒出来站在我身边，无论镀锌车间、打包室、库房、医务室，有人在无人在都一样，他都狡猾狡猾地大喊大叫对别人说话，把我的视线引到他的身上，然后，他的眼睛再转过来碰撞我的。那双女性的黑亮的大眼睛受惊逃跑，那双男性的深棕色的眼睛留在了黑眼睛里面。汪進常常朝我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不管我听不听，他自言自语说到底。总之，一见到我，他眼睛鼻子都笑烂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表面上，我根本不看他，可我有特异功能，通过眼角就能把他看得一清二楚，只有当他脸朝别处或者离我很远，周围人少的时候，我才偷偷正眼看他。不动声色，不说一句话，没人能发现我内心的秘密，连他也认为我对他是“完全地不屑一顾”。

我的臉從不出賣我的心，我的心清楚齊家貞。

每次劳改队看电影，无论内容多么政治，只要有哪怕一小段悠扬的音乐飘出，柔情便在我心中升腾，我思念汪进，心里起涟漪，起波澜，有时候是波涛。

事实上，抗拒一个如此英俊青年的进攻，是很难的。不過，我不得不正視自己十三年的长刑期才只服了三年，“黄瓜还没有起蒂蒂”，它阻止我暴露自己的感情，除了服刑，我不能考虑别的事情。

此外，我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冒被七公八婆男犯女犯们用污言秽语辱骂践蹋的危险，这类事在劳改队耳闻目睹得太多，被斗的男女人格污损名誉扫地，我绝对不能接受。

还有一个很滑稽的原因，汪进长得太帅，帅男人很少不花心，我愿意提前放弃。

   归根结底，是我过分保守过分胆小，否则，在中国堂堂四川省第二监狱的历史上，作为一个女主人公，经过众人的批斗与轻蔑，留下一段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一定無與倫比的美麗。

   后来，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相见，但发生過的每个情景每个细节，电影般在我脑海里重复放映，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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